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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探索量化自我影响因素，对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个体健康意识和促进健

康行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方法 / 过程］本文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混合研究。首先融合时限性自我调节理

论（TST）、福格行为模型（FBM）及反思 - 冲动模型（RIM），构建 TST-FBM-RIM 模型。然后从中国

知网和 Web of Science 中筛选出 32 篇量化自我相关实证文献，梳理出 7 个维度、13 个影响因素和 91 个

独立效应量。最后借助元分析方法，划分为动机形成和动机转化两个阶段，探讨量化自我 13 个影响因素，

分析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两个调节变量的作用。［结果 / 结论］除社会规范外，其他 12 个自变量均与量

化自我存在正向关联。性别差异在自我效能感、感知价值及社会规范对量化自我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

年龄差异在感知价值、感知易用及感知有用对量化自我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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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全民健康素养提升工作日益受到重视。2024 年 6 月 9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国家疾控局综合司发布《全民健康素养提升

三年行动方案（2024 — 2027 年）》［1］，强调健康科普知识的发布与传播机制，致力于提升全民健

康素养水平。在健康行为领域，量化自我是数字化、智能化及可穿戴设备发展背景下迅速兴起的

普遍现象，是个体利用数据探索自我、实现量化认知的一种形式，有助于个体对自身形成更清晰

的认知，并辅助其实现更为精准的健康管理。本研究关注量化自我及其影响因素，融合时限性自

我调节理论（Temporal Self-Regulation Theory，TST）、福格行为模型（Fogg Behavior Model，FBM）

和反思 - 冲动模型（Reflective-Impulsive Model，RIM），建构 TST-FBM-RIM 模型，借助元分析

方法，系统探讨量化自我的影响因素，深入分析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两个调节变量在量化自我中

的作用，以期推动量化自我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为未来健康干预与科技应用提供理论支撑。

［作者简介］陈洁，女，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健康信息行为，Email：163288903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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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1.1 量化自我

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QS）由美国《连线》（Wired）杂志的编辑 Wolf［2］ 和 Kevin［3］

于 2007 年提出，指通过自我追踪和记录数据来了解自己的身体和思想，也被称作自我跟踪

（Self-tracking）、生活黑客（Life Hacker）等。Wolf［4］强调可将量化自我视为一面镜子，促进

自我进步、自我探索、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量化自我关注数据处理，虽在多个学科中被描

述，但未被严格定义［5］。信息科学视其为动态增长的个人信息系统，通过分析个人数据使个

体能够更直观地理解自己的健康生活状态［6］。生物医学将其分为宏观和微观测量，通过数据

对比识别异常并治疗［7］。数据科学将其视为一种旨在利用庞大的数据语料库而系统地描述个

体现象的方法，以期以更细粒度的形式表达新的健康规范层次的健康数据行为［8］。人类社会

学将其视为一种包含社会互动和社会制度的个人社会实践，可以借助社会交往实现个体健康数

据的交流和分享［9］。社交传媒领域将其视为一种与健康生活有关的、有意义的个人体验，这

种个人体验不仅与个体的认知和情感有关，更依托于现有的技术背景［10］。社会心理学将其视

为一种涵盖数据收集、数据可视化表达及数据交叉链接的过程，旨在发现行为间的相关性，并

激发个体探索新的健康行为［11］。工程技术领域将其视为一类通过提供新知识和更多控制来促

进赋权，赋予个体无限的机会来提升个体健康生活品质［12］。临床心理学将其视为一种使用数

字工具和技术来追踪和分析自己身体的过程，鼓励个人通过数据来提高自我意识，优化个人

表现［13］。

综上，本研究依据 Lupton［9］的界定，将“量化自我”定义为一种社会互动及社会规范双重

作用下的行为模式。该模式通过数据采集与数据反思的动态过程，致力于增进个体健康素养。

1.2 时限性自我调节理论及其在量化自我中的应用价值

时限性自我调节理论（TST）是由 Hall 和 Fong［14］于 2007 年提出的一种用以阐述个体健康行

为模式的理论体系（图 1）。TST 整合了人格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及神经科学等

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全面考虑了时间动态维度、个体自我调节维度及行为倾向维度［15］。

 

图 1 TST 模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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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T 在解释健康行为、预测健康行为及干预健康风险行为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16-17］。该

理论不仅深入分析了健康意图的理性与抽象层面，而且强调了非理性变化在实际应用中的重

要性。例如，在解释健康行为方面，TST 揭示了失眠患者由于自我调节能力的不足，难以抵御

晚睡的诱惑，从而表现出睡眠拖延行为；而夜型人由于受地理时差的影响，睡眠质量下降，进

而引发睡眠障碍［18］。在预测健康行为方面，TST 指出重度间歇性饮酒行为的发生，在很大程

度上直接取决于个体的饮酒意图和行为倾向［19］。在干预健康风险行为方面，TST 强调了个体

在特定环境下对未来行为的策划与实施，如针对中青年脑卒中患者的康复行为，TST 可有效

协助患者更精确地制定康复锻炼计划，提升康复锻炼的执行意愿，进而推动康复锻炼习惯的

养成［20］。

本研究创新性地融入 TST 的时间视角，旨在促进个体制定量化自我时间管理策略。时间效价

涉及个体对量化自我时间价值的主观评估。一致性观念涉及个体是否能在不同时间段下保持观念

和行为的一致性，这两个因素共同促进个体构建量化自我动机，即个体在时间管理上设定目标和

期望的能力。此外，能力推动行为的形成，自我调节促进个体进行自我反思并吸收行为反馈，进

一步优化并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通过综合考量时间效价、一致性观念、行为能力和自我调节四

个维度，个体可以更灵活地适应不同情境，实现量化自我的最佳效果。

1.3 福格行为模型及其在量化自我中的应用价值

在研究计算机交互技术对心理产生影响的过程中，Fogg［21］提出了福格行为模型（FBM）。

该模型指出人的行为（Behavior）是由动机（Motivation）、能力（Ability）和提示（Prompt）这三

个基本要素共同决定的，即 B=MAP。从图 2 可见，当三个基本元素都达到一定水平时，个体更

有可能采取行动［22］。

图  2 FBM 模型
注：作者基于原模型绘图。

在 FBM 中，个体的动机与能力的发展并非总是呈现同步性。能力的作用在于简化个体行为

的执行过程，而动机则在背景中得以体现。例如，互联网及社交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虚假信息

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能力），而虚假信息往往利用个体对愉悦或痛苦的心理反应机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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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情绪反应，促进个体关于虚假信息的分享行为［23］。有学者利用 FBM 分析了尼日利亚护

理者对 HPV 疫苗接受度的影响因素，发现接种地点和费用（能力），以及社区对疫苗的误解和

对倡导活动的需求（动机）是导致疫苗接种率低的主要原因［24］；而动机和能力的组合，影响

计生用品的使用，特别是在广告宣传曝光后 ( 提示）［25］。此外，FBM 常被用来指导行为改变策

略，设计说服系统。例如，针对老年人群家居监控系统［26］，FBM 提供了一种框架以增强用户

的动机和执行行为的能力，使得行为改变的信号产生效果［27］。FBM 指导心理健康应用的设计，

以改变行为或态度并实现预期效果。例如，科技应用通过发送鼓励信息增强用户治疗焦虑的动

机，通过直观界面提升情绪记录能力，并设置提醒来促进用户持续使用，确保应用有效性和用户

参与［28］。

本研究创新性地融入了 FBM 的三个核心维度：动机、能力和提示，旨在指导个体在量化自

我的实践中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行为模式，从而做出更健康的选择。动机是个体希望通过记录和

分析自身数据来改善健康状况，提升生活质量等。能力是个体执行量化自我所必需的技能、知识

或资源。提示是个体执行量化自我的外部或内部信号。通过融入这三个核心维度，FBM 为个体

量化自我形成提供了一种全面的解剖视角，有助于个体识别行为模式中的障碍和机遇，采取针对

性的措施来促进量化自我的形成和维持。

1.4 反思 - 冲动模型及其在量化自我中的应用价值

反思 - 冲动模型（RIM）是由 Strack 和 Deutsch［29］于 2004 年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型，旨在探

讨社会行为中反思性行为与冲动性行为的作用机制。从图 3 可见，个体行为由两个相互作用的系

统调控，即由个体认知所决策的反思系统和由情节体验所触发的冲动系统。这两个系统在行为决

策过程中相互影响，共同决定行为结果［30］。个体行为的产生并非总是依赖有意识的冲动控制，

而是可以通过策略性地制定认知决策来实现。在此过程中，情节体验直接引导行为的执行，而反

思系统则为行为的自动化控制提供了基础性支持［31］。

图 3 RIM 模型
注：作者对原模型精简绘图。

依据 RIM，健康行为的形成不仅受到个体有意识控制过程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个体冲动性

的影响。反思系统生成行为决策并激活相应的行为模式；然而，这种行为的灵活性会因情境环

境、个性特征、情绪状态等因素的影响而引发冲动性行为。例如，酒精会促进冲动思维对饮食

行为的影响，自我控制能力低的人更容易冲动行事［32］。RIM 被用于解释医学教育中临床沟通能

力的培养问题［33］及个体如何通过反思系统来实现反思性智能手机脱离（Reflective Smart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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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ngagement，RSD）［34］。冲动系统通过扩散激活过程（情节提示）起作用，如年轻消费者容易

受到同伴影响而做出即兴购物决策［35］。同时，冲动系统与个体的积极情绪相关，积极情绪会增

加隐性态度预测效度，使得个体快速和自发地行动［36］，形成驱动自动化的行为模式［37］。如在社

交媒体网络的过度使用中，冲动系统会导致个体对社交媒体网络的持续关注，而反思系统则涉及

对这种使用的认知行为控制［38］。RIM 倾向也与个体自我调节存在关联，高自我调节群体更关注

反思，而低自我调节群体更倾向于冲动［39］。

本研究创新性地融合了 RIM 的两种行为模式，以揭示在量化自我实践中存在的行为冲突和矛

盾，即个体在追求即时满足和长期目标之间的权衡，这种权衡过程会导致个体行为的不确定性。

情节体验所激发的行为倾向，通常根植于个体对即时满足的渴望及对短期利益的追求。而认知决

策带来的反思性影响，源自对长远目标的考量和对长期利益的追求。这种双重机制共同作用于个

体在决策过程中的选择和行为，使得量化自我的形成更为复杂。通过 RIM 的视角，个体能够洞察

自己在追求量化自我过程中的内在冲突，进而调整行为模式，以达到更好的自我管理效果。

1.5 构建基于 TST-FBM-RIM 的融合模型

时限性自我调节理论、福格行为模型及反思 - 冲动模型已经被广泛地引入到健康行为研究

领域，在帮助人们理解和改变健康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将这三种模型结合起来进行

综合性健康行为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因此，在深入研究这三个模型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基

于 TST-FBM-RIM 的融合模型（图 4），旨在尝试进行量化自我影响因素的分析，通过整合 TST、

FBM 及 RIM 的核心要素，以期为进一步研究健康行为提供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论支持。TST-FBM-

RIM 融合模型不仅关注个体在特定时间内的自我调节能力，还考虑了行为发生的环境因素，以及

个体的反思与冲动倾向。通过量化自我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框架，可以更准确地识别健康行为的影

响因素，并为制定有效的健康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图 4 TST-FBM-RIM 融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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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基于时间维度和决策制定的动机形成过程

动机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涵盖了个体对量化自我的全面评估、决策制定的精心

考量及多种心理因素的复杂交织。其中，一致性观念（C）、时间效价（T）与认知决策（R）

共同构成了动机形成这一阶段的核心。从图 4 可见，一致性观念（C）确保了个体在量化自

我过程中的连续性、稳定性、一致性和逻辑性，避免行为决策上的自相矛盾和混乱。时间

效价（T）体现了个体在量化自我过程中对时间价值的敏感度和重视程度，影响个体在不同

时间点对行为结果的预期和偏好。认知决策（R）作为动机形成过程中的理性思考部分，要

求个体在形成动机时必须充分搜集和分析相关信息，对可能的行为结果进行科学评估和

预测。

1.5.2 基于自我调节和双维度辅助的动机转化过程

动 机 转 化 至 量 化 自 我 的 过 程， 涉 及 能 力（A）、 提 示（P）、 情 节 体 验（I） 及 自 我 调 节

（S）的综合作用。其中，能力（A）作为行为转化的基础，决定了个体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和

技能去执行量化自我。当个体能力不足时，即使有强烈的行为动机，也会因为无法实施而导

致行为转化失败。提示（P）则起到了触发行为的作用，能够激活个体行为动机，促使其采

取行动。情节体验（I）在行为转化过程中起着调节和强化的作用，正面的情节体验能够增强

个体的行为能力，而负面的情节体验则易导致行为的中断或放弃。自我调节（S）使个体能

够在面对认知发展不平衡时保持行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通过自我激励和调整最终实现量化

自我。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与工具

元分析最早由 Glass［40］在 1976 年提出，其利用统计手段整合众多研究，提升结论的准确性

和可信度，支持对已有研究的再分析，降低误差，增强结论的稳定性和普遍性。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Version （CMA）作为常用的元分析工具，它能处理超过 100 种数据格式。本研究使

用了 CMA 3.0 进行总体估计和调节效应检验。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文献数据来自中国知网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在中国知网中，以 TS =“量化自

我”OR“自我跟踪”OR“生活黑客”进行主题检索，检索范围为论文，检索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1 日，共检索到中文文献 267 篇。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中，以 TS=“quantified self” OR“self-

tracking”OR“self-quantification”OR“life hacker”AND“empirical research”进行主题检索，检索范围

为学术期刊，检索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1 日，共检索到英文文献 562 篇。通过阅读全部检索文献

的题名、摘要及全文，按照如下两项标准进行文献筛选：①应当是研究量化自我影响因素的文

献且至少涉及一个影响因素；②应当涉及样本量，以及相关系数或能够计算出相关系数的统计指

标。筛选后最终得到可用于元分析的中英文文献样本 32 篇，包含中文文献 15 篇和英文文献 17

篇（表 1）。

2 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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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文献编码表

文献作者 发表年份 文献类型 研究变量

Kim［41］ 2014 期刊论文
健康信念、主观规范、感知严重、自我效能、隐私关注、感知易用、感知有用、

行为态度

Walker 等［42］ 2015 期刊论文 收入、教育水平、社会规范、自我效能、身体状况、社会支持

Ivanov 等［43］ 2015 期刊论文 感知健康状况、健康动机、严重状况、教育水平、年龄

Park 等［44］ 2016 期刊论文 行为态度、感知有用、个人创新性、交互性、感知易用、可控性、使用成本

Liu 等［45］ 2017 期刊论文 社会规范、满意度、名誉、社会影响、感知信任、社会利益

Maltseva 等［11］ 2018 期刊论文 隐私关注、责任心、情绪稳定、信任

张宇东等［46］ 2018 期刊论文 感知价值、感知代价

Hassan［47］ 2019 期刊论文 信息反馈、社会影响、效率、感知收益、持续意愿

Cho 等［48］ 2019 期刊论文 相互作用、自主性、视角美学、自表达式、满意度、感知趣味、产品附件

Chuah［49］ 2019 期刊论文
持续意愿、好处、灵感、物理风险、身体状况、先验规范、生理风险、生理快乐、

社会利益、社会影响、感知利益

陈章昉［50］ 2020 学位论文 信息支持、情感支持、快速关系、购买意愿、趋近动机

De Moya 等［12］ 2021 期刊论文
信任、仁慈、感知易用、行为意向、信任完整性、社会规范、物理风险、隐私关注、

性能风险、健康支持

张勇等［51］ 2021 期刊论文 感知易用、感知有用、持续意愿

范钧等［52］ 2021 期刊论文
平台信息支持、平台情感支持、成员信息支持、成员情感支持、情感承诺、自

我效能、持续意愿

李宝库等［53］ 2021 期刊论文 感知有用、感知趣味、感知易用、隐私风险、感知价值、持续意愿

张景峰［54］ 2021 学位论文 感知易用、感知有用、自我效能、数据感知

Sun 等［55］ 2022 期刊论文 社会支持、自尊水平、社会比较、同伴效应、行为意图

Pilgrim 等［56］ 2022 期刊论文 行为动机、自我监控、信息反馈、社会支持

徐孝婷等［57］ 2022 期刊论文 健康状态、健康意识、健康技术

徐孝婷等［58］ 2022 期刊论文
自我监管、信息搜寻、感知易用、外部奖励、主观规范、社会交往、感知有用、

自我效能、感知乐趣、归属感、持续意愿

廖放［59］ 2022 学位论文 可视化、可编辑、可联系、可持续、感知有用、感知易用

肖宇尘［60］ 2022 学位论文 社交网络、游戏化、自主需求、能力需求、关系需求、情感依恋、持续意愿

刘倩［61］ 2022 学位论文 成就类、社会交往、沉浸类、心流体验、持续意愿

Körner 等［62］ 2023 期刊论文 身体状况、锻炼、行为经验、追求成就

Findeis 等［13］ 2023 期刊论文
社会阶级、人格特征、超越其他人、竞争力、数字信念、当前精神疾病、当前

身体状况

徐孝婷等［63］ 2023 期刊论文 持续意愿、自我赋权

Bianchi 等［64］ 2023 期刊论文
感知有用、健康意识、健康动机、享乐动机、技术支持、隐私风险、感知有用、

价格价值、社会影响

柯余庆［65］ 2023 学位论文 主观规范、社会交往、感知有用、感知易用、隐私关注、自我监管、自我效能

余瑶［66］ 2023 学位论文
用户意愿、先验知识、运动任务支持、人机对话支持、社会支持、感知说服力、

用户意愿

郁凯程［67］ 2023 学位论文 感知隐私决策风险、感知隐私决策收益、人机亲密度、感知被动性

Choi 等［68］ 2024 期刊论文 隐私关注

Liang 等［69］ 2024 期刊论文
努力期望、便利条件、感知趣味、感知复杂性、性能期望值、社会影响、技术焦虑、

使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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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分析   

3.1 数据提取与编码

本研究对 32 篇样本文献进行编码，包括研究群体特征、样本数量和相关系数等字段（表 2）。

为减少人工误差，对样本文献间隔 15 天二次编码。选取样本文献中相关系数 r 作为效应量，若

样本文献未提及，可选择 β 值、t 值、F 值、χ2 值等统计指标，运用如下公式计算相关系数 r。

 r=［t2（t2+df）］1/2 （1）

 r=［χ2/（χ2+df）］1/2 （2）

 r=0.98β+0.05（β>0），r=0.98β-0.05（β<0） （3）

从表 2 可见，在 32 篇研究样本中，共识别出 7 个维度和 13 个量化自我影响因素，得到 91

个可用于元分析的独立效应量，总样本量为 37 285 份。

 表 2 数据编码表

阶段 维度 影响因素 出现频次 样本份数

动机形成阶段

一致性观念（C）
自我效能 6 1884

自我赋权 6 2282

时间效价（T）
先验规范 3 792

持续意愿 10 4520

认知决策（R） 感知价值 8 2460

动机转化阶段

情节体验（I） 感知趣味 7 2939

能力（A）
感知易用 10 4219

感知有用 9 3983

提示（P）

社会规范 4 2229

社会交往 9 3378

社会支持 8 3998

自我调节（S）
隐私关注 8 3867

主观规范 3 734

3.2 异质性检验

对纳入的效应量进行异质性检验，确定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是否恰当，以及是否有必要进行调

节效应分析。从表 3 可见，除了社会规范的 I2 值为 52.375%，小于 75%，其余 12 个影响因素的

I2 值均超过了 75% 的标准，表明选用随机效应模型是恰当的。

3.3 关系强度

关系强度是指各影响因素相关系数的大小。依据 Cohen 的相关系数判断标准［70］，| r | ＜ 0.1 为

不相关、0.1 ≤ | r | ＜ 0.3 为弱相关、0.3 ≤ | r | ＜ 0.5 为中度相关、0.5 ≤ | r | ＜ 1 为强相关。不相

关因素是社会规范，中度相关因素含自我赋权、先验规范、感知价值、社会支持、隐私关注，强

相关因素有自我效能、持续意愿、感知趣味、感知易用、感知有用、社会交往、主观规范（表 3）。

3 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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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量化自我影响因素检验

 阶段 维度 影响因素 r
效应值及 95% 置信区间 异质性检验

敏感性分析
LL UL I2 P

动机形成阶段

一致性观念（C）
自我效能 0.564 0.246 0.772 98.526 <0.01 45.4%~63.7%

自我赋权 0.403 0.062 0.660 98.603 <0.05 26.3%~46.2%

时间效价（T）
先验规范 0.451 0.302 0.579 82.806 <0.001 39.5%~51.1%

持续意愿 0.632 0.468 0.754 98.427 <0.001 60.0%~66.1%

认知决策（R） 感知价值 0.441 0.166 0.652 98.271 <0.01 37.0%~50.6%

动机转化阶段

情节体验（I） 感知趣味 0.584 0.447 0.694 96.096 <0.001 54.5%~63.5%

能力（A）
感知易用 0.541 0.318 0.708 98.728 <0.001 48.4%~59.8%

感知有用 0.552 0.355 0.703 98.350 <0.001 49.0%~58.5%

提示（P）

社会规范 0.076 0.035 0.117 52.375 <0.001 5.4%~7.6%

社会交往 0.572 0.342 0.738 98.634 <0.001 50.7%~61.1%

社会支持 0.305 0.186 0.416 93.778 <0.001 27.6%~33.7%

自我调节（S）
隐私关注 0.384 0.070 0.629 98.979 <0.05 28.0%~44.5%

主观规范 0.656 0.003 0.917 98.956 <0.05 45.9%~65.6%

从表 3 可见，排除任意一个样本后的影响因素的效应值的浮动，均与各自的总体效应值相差

不大，说明元分析最终的估计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3.4 调节效应检验

3.4.1 研究群体性别倾向的调节作用

研究样本中涉及的研究群体性别倾向，按性别人数分为女性群体偏多和男性群体偏多两类，

对量化自我影响因素进行调节效应分析，研究群体性别倾向对自我效能、感知价值、社会规范和

量化自我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起到了促进作用（表 4）。

 表 4 性别倾向作为调节变量的检验结果

阶段 维度 影响因素 调节变量 K r
95%CI 异质性检验

LL UL QB df p

动机形成
阶段

一 致 性 观
念（C）

自我效能
F 5 0.637 0.398 0.795

14.977 1 0.000
M 1 0.080 0.001 0.158

认 知 决 策
（R）

感知价值
F 3 0.119 -0.136 0.358

7.181 1 0.007
M 5 0.592 0.344 0.762

动机转化
阶段

行 为 提 示
（P）

社会规范
F 3 0.105 0.056 0.153

4.802 1 0.028
M 1 0.001 -0.078 0.080

注：F 为女性群体偏多，M 为男性群体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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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研究群体年龄倾向的调节作用

将研究群体年龄倾向按年龄分为年轻群体（30 岁及以下群体偏多）和年长群体（30 岁以上

群体偏多）两类，对量化自我影响因素进行调节效应分析，研究群体年龄倾向对感知价值、感知

易用、感知有用和量化自我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起到了促进作用（表 5）。

 表 5 年龄倾向作为调节变量的检验结果

阶段 维度 影响因素 调节变量 K r
95%CI 异质性检验

LL UL QB p

动机形成
阶段

认知决策
（R）

感知价值
O 2 0.185 0.093 0.274

3.828 0.050
Y  6 0.513 0.196 0.734

动机转化
阶段

行为能力
（A）

感知易用
O 2 0.202 -0.151 0.510

50.176 0.000
Y 7 0.682 0.534 0.789

感知有用
O 2 0.243 0.348 0.562 21.205 0.000

Y 6 0.647 0.427 0.795

注：O 为年长群体，Y 为年轻群体。

3.5 发表偏倚

失安全系数（Fail-safe Number，Nfs）是一种统计方法，用于检测研究中的发表偏倚。通过

比较 Nfs 与 5k+10（k 为研究文献数量）来判断偏倚［71］。除社会规范研究样本存在发表偏倚之外，

本研究中其他 12 个影响因素的 Nfs 均远大于其原始样本量的五倍，这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果的

可靠性，并排除了显著的发表偏倚的可能性（表 6）。

 表 6 发表偏倚检验结果

影响因素 Nfs 5k+10 Z-value P-value

自我效能 956 40 24.82 0.000

自我赋权 529 40 18.50 0.000

先验规范 131 25 13.09 0.000

持续意愿 5618 60 46.50 0.000

感知趣味 2270 45 35.34 0.000

感知价值 1202 50 24.10 0.000

感知易用 3080 60 34.45 0.000

感知有用 2682 55 33.89 0.000

社会规范 10 30 3.61 0.000

社会交往 3279 55 37.46 0.000

社会支持 689 50 18.29 0.000

隐私关注 1228 50 24.35 0.000

主观规范 292 25 19.4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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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论   

4.1 影响因素均与量化自我存在正向关联

4.1.1 动机形成阶段

自我效能、自我赋权、先验规范、持续意愿、感知价值皆与量化自我呈现较为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

自我效能指个体对自己完成某项任务或达成某个目标的信心和信念［41］，是个体对自己能力

的评估和对成功应对挑战的预期。高自我效能感的人更倾向于设定高目标，并在困难面前展现

坚韧。自我赋权指个体在面对挑战时，能够自主地掌控和管理自己的行为和决策的能力［65］。自

我赋权能力越高的个体，越倾向于积极参与量化自我，并在过程中展现出更强的自主性和主动

性。先验规范是指个体在行动前积累的先前行为经验和对努力期望的认同程度［66］。先验规范

越高的个体，越可能投入到量化自我的实践中。个体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知识，这使得他

们在面对新的挑战时更加自信和有准备。持续意愿是指个体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保持行动和

努力的持久性［49］，持续意愿越强的个体，越能够长期坚持量化自我，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放

弃，而是能够持续不断地努力，直到达成目标。感知价值是指个体对某项活动或目标所赋予的重

要性［49］，感知价值越高的个体，越倾向于认为量化自我具有重要意义，从而更愿意投入时间和

精力。

4.1.2 动机转化阶段

除社会规范与量化自我呈现不相关外，感知趣味、感知易用、感知有用、社会支持、社会交

往、隐私关注、主观规范与量化自我皆呈现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图 5）。

图  5 量化自我影响因素理论框架

4 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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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强调个体感知到的社会地位或者普遍接受的准则［42］，在量化自我领域中，个人决

策主要基于内在动机和认知评估，而非仅为了满足社会期望或遵循规范。感知趣味是指个体在量

化自我时所感受到的乐趣和愉悦［64］。感知趣味越高的个体，越容易在量化自我活动中找到乐趣，

从而更积极地参与其中。感知易用强调个体对相关技术难易程度的感知。感知有用强调个体认为

技术对其自身能力提高程度的感知［58］。个体认为量化自我工具易于掌握且不需大量时间学习。

相信其能提升能力，如改善生活习惯或提高效率，个体将更加积极投入到量化自我中。社会支持

在社交网络中对用户行为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指用户感受到的尊重和社会认同感［66］。社会支

持还能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机制，即个体的成功实践会激励周围的人加入量化自我的行列，进而

形成更大范围的社群支持。社会交往是指个体通过量化自我扩展自身信息渠道，增强或保持个人

的社会联系［65］。在社会大环境层面，当个体在社会网络中得到他人的鼓励、建议和反馈时，个

体会更加确信量化自我的价值，从而增强持续参与的决心。隐私关注是指个体对于其个人信息被

收集、使用和共享时所持有的担忧和顾虑［68］。隐私意识与个体在量化自我时的隐私保护紧密相

关。若用户担心个人信息被滥用，可能会犹豫参与量化自我，阻碍将动机转化为行动。主观规范

表示个体周围的人认为其应该执行行为的程度［58］。当他人认为量化自我有益并给予鼓励时，这

种正面社会影响会坚定个体的决心。主观规范通过形成社会期望和提供支持，帮助个体将动机转

化为行动。

4.2 调节变量在量化自我中的调节作用

4.2.1 性别倾向的调节作用

性别差异影响着个体在进行量化自我的自我效能、感知价值，以及对社会规范的认可遵守

程度。

在性别研究领域，自我效能与性别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根据社会性别理论，女

性在社会文化背景中面临更多的性别角色限制和刻板印象，这会影响她们的自我效能感［72］。在

量化自我过程中，女性会因为传统性别角色的限制而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尤其是在数据和科

技等领域。相比之下，男性则较少受到这种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影响，在量化自我实践中更容易

展现出自信和自我效能感。感知价值是个体对实践过程和成果的主观评价，性别差异会影响个体

对量化自我的感知价值。具体而言，女性因为对科技的不熟悉或缺乏自信，对量化自我的感知价

值相对较低。而男性则因为更容易接受和适应新技术，对量化自我的感知价值相对较高，如在我

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合作中存在“同质性”合作偏好，意味着个体倾向于与相同性别的学

者合作［73］。社会规范强化性别角色刻板印象，进一步影响个体在量化自我中的表现。详细来说，

当社会规范对女性持有较为保守和限制性的看法时，女性更加难以克服自我效能感低的问题，从

而阻碍她们在量化自我领域的积极参与。例如在分析图情档学科高校教师科研论文产出性别差异

的研究中指出，女性教师在人力资本和机构资源方面存在欠缺，从而影响其学术发展和科研产

出。此外，女性教师在承担家庭责任方面面临更多压力，这限制她们投入到科研活动中的时间和

精力，进而影响科研产出［74］。

4.2.2 年龄倾向的调节作用

年龄差异在感知价值、感知易用及感知有用对量化自我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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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差异在显著程度上塑造了个体对量化自我结果的感知价值，在接触并应用量化自我工

具的过程中，不同年龄群体展现出了差异化的态度与反馈。一般而言，年轻群体展现出对新技术

的高度接纳性，往往能够迅速适应并掌握工具的使用方法，从而深刻体会到其带来的便捷与效

用。相反，年长群体在技术接纳度及使用熟练度上遭遇一定挑战，这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对量化自

我工具易用性和有用性的正面感知。如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国化学高被引科学家平均年龄低于美

国科学家，这意味着年轻科学家在某些领域具有较高的活跃度和创新能力，从而在学术界获得较

高的认可和影响力［75］。同时，年龄与用户隐私披露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76］。进一

步讲，年轻用户更倾向于积极分享个人数据以获取超个性化的服务或产品推荐，而年长用户则

更加谨慎，倾向于保护个人隐私信息。这种差异源于不同年龄段人群对隐私风险的认知与评估

不同，以及他们对技术信任度的差异。此外，年龄还影响用户对量化自我结果的解读和应用方

式。年轻用户更倾向于利用数据进行自我反思与调整，而年长用户更注重数据的直观呈现和可解

释性。

5 结　语   

5.1 研究价值

第一，创新性地融合形成了 TST-FBM-RIM 模型，深入揭示了在量化自我过程中动机的形成

与转化机制。为理解个体如何通过量化手段进行自我健康改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丰富了量化

自我理论研究成果，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框架指导。第二，提炼出了 7 组

13 项影响因素，通过运用元分析方法，进一步验证了这些影响因素与量化自我之间的关联强度，

为相关领域的量化自我研究者提供了更为清晰的研究路径和理论参考。

5.2 研究展望

第一，创造高度一致的时间价值，助力形成量化自我动机，增进社会群体的健康意识。借

助教育和宣传，提高公众对健康技术的认识和理解。借助案例研究和故事分享，展示量化自我如

何帮助个体实现具体的生活改变。同时，建立线上社区和论坛，让用户能够分享经验、互相支持

和鼓励。通过社交媒体平台，鼓励用户分享个人的成就和进步，从而获得来自朋友和家人等的支

持。第二，营造优质的行为环境，助力实现量化自我，促进社会群体健康状况的改善。注重提高

健康类量化自我工具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措施，在确保用户数据安全的同时，简化用户界面设

计，确保量化自我工具易于使用。此外，提供清晰的指导和使用信息，帮助用户快速掌握各项功

能，让其能够轻松地跟踪和管理个人的健康数据。提供数据可视化和报告功能，帮助用户更好地

理解个人健康状况和趋势。鼓励个体与家人、朋友等分享健康数据，从而增强社会支持和互动

体验。

5.3 研究局限

首先，实证数据的范围相对有限，尽管本研究进行了元分析以整合现有数据，但这些结果

的普遍适用性仍需通过更多数据的验证来进一步确认。其次，在探讨调节变量时，未能充分考虑

文化背景、教育水平等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相关潜在的调节变

5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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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拓展研究视角。最后，对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和动态关系的理解尚不充分。未来的研究可

以采用更复杂的统计方法，如时间序列分析或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探究这些因素之间的复杂关

系，从而提供更深刻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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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Analysis of Infl uencing Factors on 
Quantif ied Self Using Multi-Model Fusion

Chen Jie

(School of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Explor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quantified self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national health literacy, enhancing individual health awareness, and 
promoting healthy behaviors. ［Method/Process］ The article conducts a mixed-methods study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First, it integrates the Temporal Self-Regulation Theory (TST), 
the Fogg Behavior Model (FBM), and the Reflective-Impulsive Model (RIM) to construct the TST-FBM-
RIM model. Next, 32 empirical studies related to quantified self were selected from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and Web of Science (WoS), identifying 7 dimensions, 13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91 independent effect sizes. Last, the study divides the process into two stages—motivation 
formation and motivation translation—to examine the 13 influencing factors of quantified self using meta-
analysis, while analyzing the roles of two moderating variables: gender differences and age differences. 
［Result/Conclusion］ Except for the non-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norms and quantified self-
presentation, the remaining 12 independent variables all show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the quantified self.
Gender differences play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effects of self-efficacy, perceived value, and social norms on 
quantified self; while age differences moderate the influences of perceived value,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on quantified self.
Keywords: Quantified self; Temporal Self-Regulation Theory (TST); Fogg Behavior Model (FBM); 
Reflective-Impulsive Model (RIM);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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